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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制度的创业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的经验证据

赵富森，李　 璐

（上海财经大学 商学院， 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摘要：知识产权制度能否成为创业的有效支撑？ 这是知识产权强国背景下通过发掘制度比较优

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问题。 以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这一准自然实验为切入点，结合手工

收集的 ２００３—２０１９ 年 ２６０ 个地级市企业微观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知识产权制度的创

业效应。 研究发现，与非示范城市相比，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对创业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通过

估计方法有效性检验、纠正样本选择偏误以及其他多重检验后，该结论依然稳健。 机制分析表明，知
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能通过创新活力激发效应、外商直接投资引致效应以及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效

应促进创业。 结合进一步的异质性和调节效应分析发现：该政策实施的促进作用具有时期动态性，
对于科技型创业活动的促进作用较非科技型创业明显较强；金融发展水平、互联网发展水平以及宏

观经济环境均是正向调节知识产权制度的创业效应的重要因素。 研究结论为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

策的实施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证据，对于相关政府部门的工作展开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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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在转型经济国家，创业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也是加快发展新经济、培育发展新动能、打造发

展新引擎的重要抓手，因此如何提升创业水平或激发创业活跃度是社会各界长期关注的焦点问题。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逐渐迈入强调创新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知识产权日益成为国家和地区发展的战

略性资源和保持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并将“知识产权

强国”相继写入《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政府工作报告等重要文件，
希望以此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制度环境，使其成为有效激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驱动力量。
现阶段，已有不少文献探讨了知识产权制度对创新的重要性［１ ２］，但对知识产权制度与创业的关系却

知之甚少。 由此引出的问题是：知识产权制度是否对创业也有着重要影响？
国内外关于创业的影响因素研究基本上围绕两条线索展开，一是宏观层面，主要探讨宏观经济、

制度环境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对创业或创业活跃度的影响［３ ５］，二是微观层面，主要探讨个体性别、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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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能力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等对创业选择的影响［６ ７］。 在从宏观层面展开研究的文献中，从制度因素

切入解读其对创业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视角。 尤其对于转型经济体而言，依靠制度层面的改革与创新

来发掘制度比较优势进而促进创新创业，已成为激活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的重要突破口。 近些年来，
已有不少学者探讨了制度因素对创业的影响，包括政府管制、金融制度、行政审批以及商事制度等正式

制度，也包括社会文化和规范等非正式制度。 对不同具体制度而言，Ｋａｐｌａｎ ｅｔ ａｌ． ［８］、陈刚［９］ 的研究表

明，政府管制放松有助于避免市场失灵，实现资源的更优配置，进而为创业活动起到“润滑剂”的作用。
Ｌｉｍ ｅｔ ａｌ． ［１０］、Ｗｅｌ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ｂｏｎｅ［１１］发现较为完善的金融制度缓解了初创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有益

于推动创业。 张龙鹏等［１２］、黄亮雄等［１３］的研究表明，行政审批和商事制度改革有助于降低制度性交易

成本，优化政府服务，从而激发社会创业活力。 Ｙｏｒｋ ａｎｄ Ｌｅｎｏｘ［１４］、郑馨等［１５］认为良好的社会文化与社

会规范环境有助于促进潜在创业者的感知机会和创业技能提升，进一步促进创业活动开展。
上述研究从不同视角考察了不同制度因素对创业的影响，为我们理解制度与创业的关系提供了重

要启示。 事实上，在以上因素之外，知识产权制度也是影响创业的重要因素，这在国外的一些文献中得

到了论证［１６ １７］。 从理论上来看，知识产权制度作为国家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能会通过以

下途径影响创业。 首先，知识产权制度可能会诱发国内企业以及其他组织和个人的自主创新活动［１，１８］，
不但能够提升社会创新创业活力，也有助于催生新业态。 其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吸引外商直

接投资流入和扩大跨国技术转移［１９ ２０］，进而可能创造更多的创业机会，以及产生溢出效应或关联效

应提升国内潜在创业者的创业技能。 最后，知识产权制度可以降低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缓解

创新创业企业普遍面临的资金约束［２１］，从而对企业创设产生重要影响。 然而就目前来看，国内鲜有

文献明确考察知识产权制度与创业之间的联系，这就为本文的研究开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鉴于此，本文借助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所带来的政策冲击，探讨知识产权制度如何影响创业。

首先介绍了这一政策实施的背景、进程与意义，接下来阐述了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影响创业的理

论逻辑，再以这一政策实施为“准自然实验”，结合城市层面的新创企业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系

统考察了二者的关系。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已有文献关注到了不同制度因素对创业的

重要影响，但尚未明确涉及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如何影响创业。 本文对这一实质性改革的创业激励

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评估，是对制度与创业关系研究领域的重要补充。 第二，本文将知识产权

示范城市建设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结合手工收集匹配的 ２００３—２０１９ 年 ２６０ 个地级市的新创企业

大样本数据，识别知识产权制度对创业的影响效应。 这不仅较好地解决了以往相关评估研究中可能

存在的因果推断问题，还缓解了既有文献多使用问卷调查数据对创业进行衡量时难以避免的个体主

观偏误和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第三，本文进一步探究了知识产权制度影响创业的传导机制，并识别

了可能存在的异质性效应和调节效应。 这为深入理解知识产权制度的经济带动效应提供了新思路，
也为下一步的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与完善提供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启示。

二、 政策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 政策背景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国务院颁布了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纲领性文件《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战略

实施以来，我国知识产权的运用能力、知识产权意识以及政府管理能力均有明显提升。 但由于我国

知识产权事业起步较晚，且该项工作涉及面广，因此知识产权制度环境并未得到根本改善。 为了进

一步推进纲要实施，国家知识产权局等多部门秉承“以试点促推广普及，以示范促深化发展”的思路，
从城市、园区和企事业单位三个层面开展了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工作，希望以此探索知识产权制度建

设的新思路。 ２０１１ 年，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制定的《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和示范城市（城区）评定办法》
出台，该项政策将知识产权事业提升到城市发展战略层面，尤其强调知识产权制度建设与其他城市

政策的协调性，其最终目标是激发城市创新创业活力，并使之成为城市经济增长的持续推进器。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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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该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面较广、影响程度较深，其政策实施力度也较强。
截止到 ２０１９ 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已于 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６ 年、２０１８ 年及 ２０１９ 年分六

批共遴选出 ７７ 个城市作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其中包括地级市 ６０ 个、县级市 ９ 个、直辖市区 ８
个。 对于示范城市的评选，国家知识产权局从政府层面的知识产权管理体制建设、社会层面的知识

产权软环境建设以及企业层面的知识产权意识培育等多个方面出发，制定了全方位的考核评价指标

共 ６９ 项，尤其重视知识产权体制建设和管理工作。 不仅如此，依托国家知识产权局、省级知识产权

局和市级人民政府三级联动的监督、考核与管理体制，示范城市建设还设定了动态调整性规则，即建

设期一般为三年，若未通过复核，将取消其称号，并设定一定时期内（一般为两年）不得再次申报。 入

选示范城市后，当地需持续在城市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方面发力，通过加强知识产权管理体制建设、健
全城市知识产权政策体系、深化知识产权人才和企业意识培育以及提升城市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水

平，以期种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试验田，成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持续推进器。 可以预期，知识产

权示范城市建设的持续推进将会进一步以点带面地塑造市场经济公平有序的竞争机制，激发社会创

新的积极性，改善社会营商环境，这自然也会影响企业创设与成长。
（二） 理论分析

１．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与创业的直接关联

制度理论认为，国家（地区）制度对微观创业行为具有制约、规制和调节作用［２２ ２３］，制度能够通

过规范经济活动和减少交易成本等途径影响企业家考虑以创业作为职业的积极性，知识产权示范城

市建设是从地区层面展开的制度创新实践，会对企业创设产生重要影响。
从外部条件来看，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是一项制度改善工作，制度改善可以通过打破旧有市场

均衡、改变资源的最优配置等方式，从而使得新兴创业项目变得有利可图［２４］。 结合示范城市的建设内

涵，示范地区需要在宏观层面提供更好的知识产权管理、保护与服务，在微观层面培育企业的知识产权

意识和创造能力，这不但可以激励更多实质性的创业活动，还可以有效减少非良性的市场竞争行为。
不仅如此，相较而言，示范城市在人才、科技及财税政策等方面对创业有所倾斜，如成都在成为示范城市

后对高层次人才创办独立纳税企业、实施自主知识产权成果转化的给予了研发资助，并制定了高层次

人才联合培养计划。 这种情况下，城市的创业资源和创业意愿相比之前都会有所增加。
当然，外部条件的改善只是促进城市创业的部分驱动因素，是否创业还需视创业者的内在动机

而定。 以全球创业观察（ＧＥＭ）划分的生存型与机会型创业为例，生存型创业者往往是被迫创业，知
识、能力和创业经验都比较缺乏，对知识产权制度的感知也相对不敏感。 根据行为经济理论，行为主

体为考虑社会因素，其经济决策往往会受到社会性偏好的影响［２５］。 在一个知识产权文化较为普及

的社会里，生存型创业者也必然会受到社会性偏好的影响，促使其自觉地将知识、技能与财富紧密结

合起来，从而实现更多实质性创业。 相较而言，机会型创业者往往受商业机会所驱动，具有更多的技

能和资源，具备更高的成长意愿，出于对自身智力成果保护以及通过技术获取融资和政府资助的动

力，这些创业者往往会更迫切需要在一个更好的知识产权制度环境中成长。 同时，结合 ＧＥＭ 报告，
现阶段中国的机会型创业已经成为创业的主体力量，且还在不断攀升，不仅如此，创业者的产品创新

性、国际化程度都在稳步提高，这些都需要更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予以支持。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

为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与创业有着直接关联，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能够有效促进创业。
２．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影响创业的作用机制

在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与创业存在直接关联之外，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还可能通过影响社

会创新活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以及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三种作用机制进而促进创业。 整体的影响

过程如图 １ 所示，接下来，本文将从不同维度对其作用机制展开分析。
（１）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通过激发社会创新活力从而影响创业。 首先，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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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对创业的影响过程

设强调以法律体系为基本的知识产权保护，这一

举措不但减少了研发溢出的外部性问题，还有利

于形成完善的信息公开披露机制推动专利信息

的互通和共享［２６］；其次，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

重视知识产权金融服务，可以通过专利以及其他

无形资产质押融资等业务缓解创业企业的融资

约束［２７］，培养企业的持续创新活力；最后，知识

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有助于培育良好的知识产权

文化和环境，塑造公平公正的自由竞争氛围，这种以信用为依托的隐性契约执行机制有利于降低道

德风险［２８］，产生更多合作创新活动。 既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有助于激发社会创新活力，那么接

下来如何影响创业呢？ 总体来看，创新的过程也是技术变革的过程，会产生机会创造效应和技能提

升效应影响创业。 一方面，创新活力的提升有助于催生新业态，可以助力城市的多样化集聚经济，从
而形成潜在的多样化投入品市场和差异化的消费需求市场［２９］，创造更多的创业机会，即机会创造效

应。 另一方面，城市创新活力越高，社会中充斥着的信息和知识也会越多［１７］，潜在的创业者可以通

过学习效应更了解和熟悉创业相关知识，从而提升创业技能，即技能提升效应。
（２）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从而影响创业。 在开放条件下，若东道国存在

较为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不但能降低跨国公司在进入、投资和经营过程中因信息不对称所需投入的

额外成本［３０］，还能增加先进技术被东道国企业模仿所需要的模仿成本，从而降低先进技术被模仿的概

率［３１］。 因此，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建设有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２０，３２］。 接下来的问题是外商直接投资

如何促进创业呢？ 首先，示范效应。 相较而言，跨国公司往往具有一定的显性优势，潜在创业者可以通

过观察和学习等方式了解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管理模式以及运营体系，并将这些技能应用到创业实

践中［３３］。 其次，关联效应。 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市场需与本土企业建立上下游关联，不但提供了上下

游联系的创业机会，还有利于创业企业建立完善的运营体系和严格的产品质量标准［３４］。 再次，人员交

流与流动效应。 通过与跨国企业员工进行非正式的交流，创业企业可以了解更多知识信息，也可以雇

佣来自跨国企业的离职员工，从而了解更多技术、管理模式等方面的信息［３５］。 最后，竞争效应。 跨国企

业进入也有可能会对某些垄断性行业产生冲击，从而产生更多的创业机会［３６］。
（３）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从而影响创业。 一方面，知识产权示范城市

建设是落实到地区层面的制度创新工作，对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有重要作用。 首先，知识产权示范城

市通过业务培训等方式增强了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这有助于提升企业知识产权审核、评定以及维权

过程中的政府运行效率；其次，示范城市需要将知识产权工作包括侵权事件在中央主要媒体、地方报纸、
政府网站等进行宣传报道，使得知识产权工作更加公开化、公平化，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企业的寻租行为；
最后，示范城市建设预留了专门资金用于专利资助工作和创业风险兜底服务，这也有利于缓解创业者

从事创业活动的融资约束问题。 另一方面，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有助于激发创业。 制度性交易成本一

直是企业盈利所面临的重要障碍之一，对于初设企业以及小微企业更是如此。 宏观层面来看，制度性

交易成本的降低会有效提升市场经济体系运营效率，使得资源要素可以通过市场选择机制顺利地流向高

效率的创新型企业和创业活动［３７］，从而释放企业家精神，提升创业规模；微观层面来看，制度性交易成本的

下降能够有效降低企业家将从事生产、研发活动的资源分配至非生产性活动的份额［３８］，提升其从事创业活

动的资源和精力，并最终提升创业意愿以及创业成功的可能性。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１：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能够有效促进创业，并且可以通过创新活力激发效应、外商直接

投资引致效应和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效应从而促进创业。
以上述研究假说为基础，从整体上观察，如果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对创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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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还需要关注的问题是，这种促进作用是否还会因示范城市设立情景、创业类型等差异而存在显著

不同？ 已有研究表明，任何一项政策的实施效果往往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异质性［３９ ４０］。 如果这一考虑

是必要的，那么就需要进一步就政策的异质性特征展开讨论。
（１）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对创业的促进效应在设立后的不同时点上存在异质性。 知识产权示范

城市建设是从城市层面进行知识产权制度变革的实践过程，具有渐进性和动态调整性的特点，这就

决定了其影响效应可能存在时期差异。 从其渐进性特征来看，我国的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是分批次设

立的，且几乎每隔两年，官方出台的“示范城市评比和管理办法”都会有一定的更新，以便可以在更大

范围、更高层次和更深程度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破解知识产权工作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 从其

动态调整性来看，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之后的三年内依然受到三级联动的监督、考核与管理体制

的制约，需要地方政府持续跟进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工作，从而将知识产权意识深入社会体系的方方

面面。 结合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的相关特点可知，早期的试点工作所产生的经济带动效应可能会

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而随着改革进程的不断加深，其带动效应也会进一步持续和扩大。
（２）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对不同技术特性的创业企业的促进效应存在异质性。 从创业活动的技

术特性来看，创业企业可分为科技型与非科技型。 两者存在一定的共性，也具有其各自的独特性。
科技型创业产生的基础是高新技术，多依赖智力成果，需要在技术领域开展新的经营活动，并且面临

着较高的风险［４１ ４２］，理论上更需要知识产权制度对智力成果的保护，会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变革有着

更为敏感的反应。 另外，从前文的影响机制来看，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会产生创新活力激发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引致效应，极大地丰富了该地区的技术知识基础，企业家由此会更有机会学习和获得

更多技术与知识，对于科技型创业来说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带动作用。 因此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对

科技型创业可能存在着更为明显的促进效应。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２：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对创业的促进效应存在时期异质性和企业异质性。
最后，创业的影响因素众多，知识产权制度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嵌入社会经济

活动的个体行动者，其创业选择往往与诸多外部环境都有着密切关系。 从这个层面来看，知识产权

示范城市建设对创业的促进作用难免也会受到城市内其他环境因素的影响。
第一，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对创业的影响会受到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 创业需要投资，需要

有场地，也需要满足各种必须的条件，包括把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都需要必要的资金来落实。 然而，
创业企业的存续时间较短，规模普遍较小，往往缺乏抵押资产、财务报表等易于被观察到的“硬信

息”。 如果说知识产权制度为企业的创设提供了良好的营商环境条件，那么金融发展水平就从资金

方面为潜在创业者缓解融资约束提供了助力。 显然，具有更完善的金融体系的地区，金融机构对创

业企业会更加友好，该地区的创业活跃度也会更高［１０ １１］。 因此，知识产权制度与金融发展水平相得

益彰，能够产生协调效应，从而激发更高的创业活跃度。
第二，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对创业的影响会受到互联网发展水平的影响。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

建设影响创业的一个重要渠道是激发了社会创新活力，而互联网则加速了知识的流通效率并扩大了

知识的流通范围。 理论上来看，新技术、新业态的产生和普及都取决于社会上知识和信息的传播效

率。 互联网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不但为创业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和技术资源，其本身也刺

激了产品市场的多元化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创业机会［４３］。 不仅如此，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所营造的社

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其所形成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也需要通过互联网等现代传播渠道进行扩散。
因此，在互联网发展水平更高的城市中，能够更好地释放知识产权制度对创业的促进效应。

第三，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对创业的影响会受到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 一方面，知识产权制

度的建设讲究配套性、渐进性以及合理性，与该地区的宏观经济环境息息相关。 过快或过慢地推进

知识产权制度建设，都有可能减少创新的机遇，降低创新效率，最终阻碍经济发展［１，４４ ４５］。 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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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宏观经济环境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好坏的直接体现，也是社会稳定的重要表征。 较好的宏观经济

环境往往会给企业和个人带来更多的资源和发展机会，自然也有利于创业。 因此地区的宏观经济环境

越好，就越容易与知识产权制度产生良性循环，从而引发更多的创业活动。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３：金融发展水平、互联网发展水平和宏观经济环境在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对创业的促进

效应中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
三、 研究设计

（一） 识别策略与模型设定

截止到 ２０１９ 年，有 ７７ 个城市入选为知识产权示范城市，但出于样本有效性和政策评估的时效

性的考虑，本文剔除了 ２０１９ 年公布的第六批示范城市，同时还剔除了全部的直辖市区和县级市。 另

外，由于新疆昌吉市的相关数据缺失，亦将其删除。 因此，本文以 ２０１２—２０１８ 年期间入选的五批共

５４ 个地级市作为处理组，其他未拥有示范城市称号的地级市作为控制组。 由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是

分批次逐步建设的，为此本文参考 Ｗａｎｇ［４６］的做法，构建了基于面板固定效应的多期双重差分模型，
以此识别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对创业的影响效应。 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

Ｅｎｔｅｒｐｉｔ ＝ α０ ＋ α１ ＩＰ ｉｔ ＋ α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ｖｔ ＋ μｉ ＋ εｉｔ （１）
其中，下标 ｉ 和 ｔ 表示城市和年份。 Ｅｎｔｅｒｐｉｔ为被解释变量；ＩＰ ｉｔ表示双重差分估计量，也是核心解

释变量，如果城市 ｉ 在 ｔ 年被评选为知识产权示范城市，那么设定该城市在 ｔ 年以及以后的 ＩＰ ｉｔ为 １，
否则设定为 ０；Ｃｏｎｔｒｏｌ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ｖｔ和 μｉ分别为年份固定效应和城市固定效应，εｉｔ为随机误

差项。 ＩＰ ｉｔ的系数 α１衡量了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影响创业的净效应，如果 α１显著大于 ０，那么意味

着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能够有效促进创业。
（二）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１． 被解释变量：创业（Ｅｎｔｅｒｐ）。 就现有文献来看，衡量创业一般有两种方法，一是基于个体层

面，使用调查数据中个人是否创业的虚拟变量进行衡量，二是基于企业层面，使用新创企业数量衡

量。 考虑到本文以城市为基本研究单位，侧重的是对城市层面创业活跃度的考察，因此选取地区年

度注册的企业数量予以衡量，同时考虑到区域规模的差异，计算其与城市劳动力人口数的比值［４７ ４８］，
从而得到城市层面创业的代理变量。

２． 核心解释变量：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的虚拟变量（ ＩＰ）。 如果城市 ｉ 在 ｔ 年被评选为知识产

权示范城市，那么设定该城市在 ｔ 年以及以后为 １，否则设定为 ０。
３． 控制变量。 结合现有研究，本文具体选取了以下变量：（１）产业结构（Ｓｔｒｕ），选取各城市第三

产业产值与 ＧＤＰ 的比重衡量。 （２）人力资本水平（Ｈｉｔ），以城市普通高校学生与人口的比重作为代

理变量。 （３）金融发展水平（Ｆｉｎａｎｃｅ），选取城市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 ＧＤＰ 的比重衡量。 （４）互联网

发展水平（Ｎｅｔ），基于数据可得性，将其定义为各城市层面的人均国际互联网数。 （５）政府财政支出

（ｌｎｇｏｖ），选取各城市的财政支出作为代理变量，并取自然对数。 （６）失业率（Ｕｎｅｍｐｌ），设定为各城市

的失业人数与劳动人数的比重。 （７）经济发展水平（ ｌｎｇｄｐ），设定为各城市的经济生产总值，并取自

然对数。 （８）制度因素（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样本期内的商事制度改革是直接影响创业的重要制度因素，为
此本文参考谢绚丽等［５］的做法对这一制度变革过程加以控制。

本文选取的时间跨度为 ２００３—２０１９ 年，基于变量连续性，剔除了缺失数据较多的地级市样本，
同时为了保证不同组样本的可比性，也删除了 ４ 个直辖市样本，最终选取 ２６０ 个地级市样本用于实

证检验。 其中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名单主要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官方网站，新创企业数据来源于

企查查官方网站，本文选取了包含企业的注册时间、注册地址、注册资本、企业类型等详细信息的

１． ８４０亿条新创企业数据，再根据城市、年份分别统计其数量信息进行一一对应。 其他未进行特殊说

明的变量数据主要取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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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平行趋势检验

　 　 （三） 平行趋势检验

使用双重差分法的一个重要前提是需要满足平

行趋势假设，即示范城市与非示范城市的创业变化

趋势在政策实施前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基于示范城

市（处理组）与非示范城市（控制组）的创业均值，图
２ 描绘了在政策实施之前与实施之后的不同分组城

市创业的逐年动态变化情况。
结合图 ２ 不难发现，政策实施之前的处理组与

控制组的创业年均变化幅度均较为平缓，具有一致

性变化趋势，并不存在明显的系统性差异，而在政策

实施之后，处理组城市的创业实现了明显提升，且提

升速度在不断加快，与控制组的创业差距在不断拉大。 这些结果初步表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对

创业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有益于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提升。
表 １　 基准模型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ＩＰ ０． ２５７∗∗∗ ０． １３７∗∗ ０． １１１∗∗

（４． ６０） （２． ５８） （２． ３８）
Ｓｔｒｕ ０． ７８４∗∗∗ ０． ４５４∗∗∗

（８． ９１） （３． ４５）
Ｈｉｔ － ０． ０１５ ０． ０７６

（ － ０． １５） （０． ７２）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０． ０５７∗∗∗ ０． ０６２∗∗∗

（４． ０８） （４． １０）
Ｎｅｔ ０． ３３７∗∗∗ ０． ２３１∗∗∗

（４． １５） （２． ６８）
ｌｎｇｏｖ － ０． ０７８∗∗∗ ０． ０２５

（ － ３． １５） （０． ７６）
Ｕｎｅｍｐｌ － ０． ５４１ － ０． ７５１

（ － １． １０） （ － １． ５７）
ｌｎｇｄｐ ０． １８８∗∗∗ ０． ２３８∗∗∗

（５． ０３） （５． ５０）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０． ２５８∗∗∗ ０． ２１４∗∗∗

（７． １３） （５． ８２）
＿ｃｏｎｓ ０． ０７０∗∗∗ － ２． ２０２∗∗∗ － ４． ０３９∗∗∗

（８． ７３） （ － ７． ４１） （ － ６． １４）
年份效应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城市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４ ４０６ ４ ３１２ ４ ３１２
Ｒ２ ０． ５３２ ０． ５２８ ０． ５６７

　 　 注：括号内是城市层面的聚类稳健性 ｔ 检验值，
∗∗∗、∗∗、∗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的统计水平显著。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结果分析

表 １ 汇报了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影响创业

的基准检验结果。 可以发现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

量，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的双重差分变量（ ＩＰ）的
系数均为正值，且至少通过了 ５％水平的显著性检

验。 这一结果表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正向影

响了创业活动，推动了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提升，即
部分验证了研究假说 １。 同时，在依次加入年份和

城市固定效应、控制变量之后，双重差分变量（ ＩＰ）
的系数有一定的下降，这表明控制年份效应、城市

效应以及控制变量是有必要的。 另外，控制变量的

回归结果也基本符合经济学理论的预期，产业结

构、金融发展水平、互联网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

的提升以及制度变迁均对城市层面的创业起到了

明显的促进作用。
（二） 稳健性检验

１．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是否会受到创业的

逆向影响。 对于该问题的检验一定程度上可以解

决由逆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也可以再次

验证双重差分方法使用的合理性。 可参考 Ｂｅｃｋ ｅｔ ａｌ． ［４９］的做法，设定风险回归模型用于检验：
ｌｎＴｉｔ ＝ β０ ＋ β１Ｅｎｔｅｒｐｉｔ ＋ β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μｉｔ （２）

其中，Ｔ 为生存时间，其他变量同前文一致，回归过程中假设生存时间服从威布尔（Ｗｅｉｂｕｌｌ）分
布，可使用加速失效时间模型来进行估计。 结合表 ２ 中第（１）列的结果可知，创业的影响系数并不显

著，即创业活跃度并未逆向影响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设立，验证了双重差分方法检验的合理性。
２． ＰＳＭ⁃ＤＩＤ 检验。 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样本选择性偏误问题，本文进一步使用 ＰＳＭ⁃ＤＩＤ 的方法

进行稳健性分析。 使用已被评选为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地区作为处理组，同时将匹配指标设定为产

业结构、金融发展水平、互联网发展水平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并按照 １ ∶ １近邻匹配的方法进行逐年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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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匹配结果发现，控制组与处理组样本的控制变量的均值差异并不显著，意味着不同样本之间具

有平衡性和可比性。 表 ２ 中的第（２）列汇报了这一检验结果，可以发现，检验系数依然显著为正，与
基准检验结果相契合。

表 ２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逆向因果关系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 对实质性创业活动的检验 修正创业的离群值 剔除部分城市样本 控制省份与年份交互效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Ｅｎｔｅｒｐ － ０． １８２

（ － １． ５４）
ＩＰ ０． ０５３∗∗∗ ０． ７７８∗∗∗ ０． ０６３∗∗∗ ０． ０８３∗∗∗ ０． １０５∗∗ ０． ０８４∗∗

（２． ９５） （４． ６５） （３． ４２） （３． ６９） （２． ２８） （２． ０３）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效应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省份 ×年份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Ｎ ６１２ ３ ４３４ ４ ３１２ ４ ３１２ ４ ３０３ ３ ２９１ ４ ２５９
Ｒ２ ０． ６２０ ０． ２０６ ０． ６４６ ０． ６３９ ０． ５９２ ０． ８７８

　 　 注：括号内是城市层面的聚类稳健性 ｔ 检验值，∗∗∗、∗∗、∗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统计水平显著。

图 ３　 安慰剂检验

３． 安慰剂检验。 该检验主要借鉴反事实检验

的思想，通过随机提前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的时

间来实现。 具体做法为：如果城市 ｉ 在 ｔ 年被评选为

示范城市，那么在 ２００３ 年到 ｔ － １ 年之间任选一年

作为示范城市的设立时间，据此利用新的样本来重

新估计，并将此过程重复 ５００ 次。 图 ３ 汇报了双重

差分变量（ ＩＰ）的估计结果分布，其影响系数的均值

为 － ０． ０００ ３１６ ４，且未通过 １０％水平下的显著性检

验。 这一结果从反事实的视角证实了前文中基准

检验结果的合理性。
４． 对实质性创业活动的检验②。 本文使用新注

册企业数据作为城市层面创业的衡量指标，但在现

实中，有一部分新注册企业可能并没有实质性的创业活动，由此可能会影响我们对知识产权制度的

创业效应的准确评估。 基于此，本文尝试从以下两个视角对实质性的创业活动进行测度，并进行实

证检验：（１）从创业企业是否从事了技术性活动出发，设定为创业企业是否拥有专利等无形资产，我
们筛选出了具有专利、作品著作权、软件著作权、商标信息等无形资产信息的创业型企业；（２）从创业

企业是否创造了就业出发，设定为创业企业是否吸纳了一定的劳动力，我们筛选出了创业企业中参

保人数大于 ５ 的创业型企业。 进一步地，将以上企业分别设定为具有实质性的创业活动的企业。 检

验结果如表 ２ 中的列（３）和列（４）所示，可以发现，ＩＰ 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即知识产权示范城市

建设能够推动实质性的创业活动，对创业的促进效应真实有效。
５． 其他检验。 其一，修正创业的离群值，将创业的最大与最小 １％的样本进行缩尾处理。 其二，剔

除部分城市样本以纠正可能存在的示范城市选择偏向问题，本文结合新一线城市研究所的划分标准，
仅保留了四线及以上的城市用于实证检验。 其三，同时控制城市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以及省份与

年份的交互固定效应，以排除可能存在的随时期和地区变动因素对创业的影响。 结果如表 ２ 中的列

（５）至列（７）所示，可以发现双重差分变量（ＩＰ）的影响系数依然显著为正，再次验证了结果的稳健性。
（三） 机制分析

为了完整地验证研究假说 １，接下来，本文继续探讨理论假说中所涉及的中间传导机制。 基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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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分析，本文认为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能够通过激发城市创新活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降低制

度性交易成本等渠道促进创业。 为此，本文构建了中介效应模型用于检验：
Ｍｉｔ ＝ γ０ ＋ γ１ ＩＰ ｉｔ ＋ γ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ｖｔ ＋ μｉ ＋ εｉｔ （３）

Ｅｎｔｅｒｐｉｔ ＝ λ０ ＋ λ１ ＩＰ ｉｔ ＋ λ２Ｍｉｔ ＋ λ３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ｖｔ ＋ μｉ ＋ εｉｔ （４）
表 ３　 传导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Ｐａｔ
（１）

Ｅｎｔｅｒｐ
（２）

ＦＤＩ
（３）

Ｅｎｔｅｒｐ
（４）

Ｃｏｓｔ
（５）

Ｅｎｔｅｒｐ
（６）

ＩＰ １． ４２２∗∗∗ ０． １０８∗∗ ０． １３０∗ ０． １０９∗∗ － ０． ０１４∗∗∗ ０． １１０∗∗

（７． ８７） （２． ３３） （１． ７９） （２． ４３） （ － ２． ７４） （２． ４０）
Ｐａｔ ０． ０７２∗∗∗

（３． ２８）
ＦＤＩ ０． ０１１∗∗

（１． ９３）
Ｃｏｓｔ － ０． ０３５∗

（ － １． ７２）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４ ３１２ ４ ３１２ ４ ３０７ ４ ３０７ ３ ６６１ ３ ６６１
Ｒ２ ０． ４９９ ０． ６２５ ０． ３６３ ０． ５８６ ０． ０４７ ０． ５８２

　 　 注：括号内是城市层面的聚类稳健性 ｔ 检验值，∗∗∗、∗∗、∗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统计水平显著。

其中，Ｍ 为中介变量，主要指

城市层面的创新活力、外商直接投

资和制度性交易成本。 其他变量

的定义与基准模型相一致。 在实

证检验分析时，首先根据式（３）判

定核心解释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

响，其次再根据式（４）判断中介变

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 若中介

变量和双重差分变量的系数均显

著，则意味着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

设对创业的促进效应的确可以通

过以上渠道传导。 对于中介变量

的选取：创新活力（Ｐａｔ），主要选取

各城市每万人拥有的专利申请量

进行衡量，相关数据主要通过国家

知识产权局检索得到。 外商直接投资（ＦＤＩ），选取各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与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

重衡量。 制度性交易成本（Ｃｏｓｔ），鉴于城市层面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难以直接衡量，本文借鉴王永进

和冯笑［５０］的研究，考虑将上市公司匹配到各城市，使用各城市上市公司的财务费用、管理费用及销

售费用之和与城市上市公司总资产的比值对制度性交易成本进行衡量。 上市公司数据主要来源于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 表 ３ 汇报了中介效应模型的检验结果。
首先，将城市创新活力（Ｐａｔ）作为中介变量，在列（１）中，双重差分变量（ ＩＰ）的系数为 １． ４２２，且

通过了 １％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即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有助于促进城市创新活力提升。 列（２）
中，中介变量的影响系数也显著为正，即城市创新活力的提升有助于创业。 以上结果验证了中介效

应的存在，即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能够产生创新活力激发效应从而影响创业。 对应前文的理论分

析，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有助于减少知识产权的外部性问题，缓解创新型企业的融资约束，以及营

造良好的社会学习与合作氛围，进而实现机会创造效应和技能提升效应并最终有效促进城市创业。
其次，将外商直接投资（ＦＤＩ）作为中介变量，相关结果可见列（３）和列（４）。 可以发现，核心解释变量

与中介变量的影响系数也均显著为正，验证了中介效应的存在，即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产生了外

商直接投资引致效应，促进了创业。 最后，列（５）和列（６）汇报了将制度性交易成本（Ｃｏｓｔ）作为中介

变量的检验结果。 不难发现，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有效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同时制度性交易

成本的降低也对创业活力产生了积极影响，即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通过产生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

效应促进了创业。 以上分析完整验证了研究假说 １，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能通过产生创新活力激

发效应、外商直接投资引致效应和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效应进而促进创业。
五、 异质性与调节效应分析

（一） 异质性分析

理论分析结合示范城市的设立情景、创业类型，对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影响创业的时期异质性和

企业异质性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研究假说 ２，这里通过实证分析对其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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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时期异质性。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建设具有渐进性和动态调整性，因此可能对创业产生长

期影响，即存在时期异质性。 为此，参考 Ｂｅｃｋ ｅｔ ａｌ． ［４９］使用的事件研究法，将示范城市建设的前一年

作为基准年份，设定 ＩＰｋ表示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这一事件的虚拟变量，即在城市被评选为示范城

市的第 ｋ 年为 １，否则为 ０。 实证分析中，通过比较不同时期虚拟变量的系数显著性即可检验影响效

应的时期变化。
表 ４　 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时期异质性

（１）

企业异质性
科技型创业

（２）
非科技型创业

（３）
ＩＰ ０． ０１４∗∗∗ ０． １０９∗∗

（４． ４８） （２． ３６）
ＩＰ０ ０． ０１８

（０． ６３）
ＩＰ１ ０． ０５４

（１． ２３）
ＩＰ２ ０． １１８∗

（１． ９６）
ＩＰ３ ０． １０７∗∗

（２． ０２）
ＩＰ４ ０． １６３∗∗

（２． ２４）
ＩＰ５ ０． ２１１∗∗

（２． ５１）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４ ３１２ ４ ３１２ ４ ３１２
Ｒ２ ０． ５８７ ０． ２０５ ０． ５８３

　 　 注：括号内是城市层面的聚类稳健性 ｔ 检验值，
∗∗∗、∗∗、∗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统计水平显著。

表 ４ 中的列（１）汇报了时期异质性的检验结

果③。 可以发现，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对创业的

影响存在明显的滞后效应和长期效应。 具体来说，
在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这一政策实施的当年，示
范城市与非示范城市的创业变化并不明显，即该影

响效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而从第 ２ 年开始，直到

入选后的第 ５ 年，示范城市的创业活跃度均明显高

于非示范城市，且系数基本在不断增加，表明二者

的创业差距在不断拉大，即存在长期促进效应。 这

部分验证了研究假说 ２，即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

对创业的影响存在时期异质性。 究其原因，一方

面，这可能得益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过程的特

性，渐进性的改革工作可能在前期尚处于探索阶

段，且通过激发创新效应和外资引致效应也需要一

定的时间传导，由此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效应；另一

方面，随着改革工作的不断深入，城市的知识产权

制度建设工作将更加全面化、深度化和持续化，社
会的知识产权意识也会不断提升，再加之社会创新

活力开始彰显，外资进入所带来的技术不断扩散，由此对创业产生了持续的促进效应。
２． 企业异质性④。 对应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根据企业的技术特性，将创业企业分为科技型创

业和非科技型创业⑤，以此进行分组检验，结果如表 ４ 的列（２）和列（３）所示。 可以发现，对于科技型

创业而言，双重差分变量的影响系数为 ０． ０１４，考虑到样本中科技型创业的平均水平为 ０． ０１６⑥，意味

着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能够促进当地的科技型创业活跃度提升约 ８７． ５％ （０． ０１４ ／ ０． ０１６ ＝ ０． ８７５）。 对

于非科技型创业而言，影响系数为 ０． １０９，考虑到非科技型创业的平均水平为 ０． ２０２，意味着能够促

进当地的非科技型创业活跃度提升约 ５３． ９％ （０． １０９ ／ ０． ２０２ ＝ ０． ５３９）。 从以上研究结果可知，首先，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能够同时促进科技型创业和非科技型创业，这呼应了前文中的理论分析，知识产

权示范城市建设不但刺激了创新活力，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从而对不同类型的

创业活动均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其次，相较于非科技型创业，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对科技型创业的促进

作用更强，这部分验证了前文中的研究假说 ２。 结合前文的理论分析可知，知识产权示范制度保障了

企业的智力成果并使其获得了更多规范性服务，由此引发了更多的高质量创业活动。 这也是知识产

权示范城市建设能够成为高质量创业的有效支撑的一个重要证据。
（二） 调节效应分析

接下来，本文继续探讨外部环境对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影响创业的调节效应，即验证前文中的研究

假说 ３。 结合理论分析可知，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对创业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其他外部环境的影响，无
论是从创业者选择视角还是从企业创设视角来看，该政策效应都与外部环境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本文

重点关注了金融发展水平、互联网发展水平以及宏观经济环境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创业效应的影响。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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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ＩＰ － ０． １６４∗ － ０． ２５１∗∗ － ６． ７６９∗∗∗

（ － １． ９１） （ － ２． ４７） （ － ３． ５６）
ＩＰ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０． １９９∗∗

（２． ３５）
ＩＰ × Ｎｅｔ １． ４５７∗∗∗

（２． ６２）
ＩＰ × ｌｎｇｄｐ ０． ３８９∗∗∗

（３． ５６）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４ ３１２ ４ ３１２ ４ ３１２
Ｒ２ ０． ６００ ０． ６１４ ０． ６４９

　 　 注：括号内是城市层面的聚类稳健性 ｔ 检验
值，∗∗∗、∗∗、∗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统计水
平显著。

　 　 表 ５ 汇报了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 首先，根据列

（１）可以发现金融发展水平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

的交互项的系数为 ０． １９９，在 ５％水平下显著，即金融

发展在政策促进效应的过程中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
对于创业企业而言，其并不具备易于被资本市场观察

到的“硬信息”，往往面临着资金的约束，而知识产权

制度保障了其智力成果不受侵犯，较高的金融发展水

平则能够使其智力成果变现，保障了初创企业的顺利

成长，从而产生更多创新创业活动。 其次，列（２）汇报

了互联网发展水平对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促进创

业的调节效应，交互项的系数也显著为正。 这一结果

意味着随着互联网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制

度对创业的促进效应也会不断扩大。 结合理论分析

可知，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通过保护、创造和分享

等机制丰富了地区的知识基础，互联网的发展则加速

了知识的流通效率和覆盖范围，二者可以形成合力效应，激发更多的创业行为。 最后，列（３）汇报了

宏观经济环境对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促进创业的调节效应，可以发现交互项的系数依然显著为

正。 这一结论与理论分析部分相吻合，即在更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下，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可以更有效

地发挥其制度变革效应，从而推动更多创业活动。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金融发展水平、互联网发展水平以及宏观经济环境均正向调节了知识产权

示范城市建设对创业的促进作用，即验证了研究假说 ３。
六、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将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结合网络上收集到的 ２００３—２０１９ 年 ２６０
个地级市的新创企业数据，通过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以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实证分析了知识

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对创业的影响。 研究发现：（１）知识产权制度能够成为创业的有效支撑，相较而

言，示范城市建设显著激发了城市创业活跃度，该结果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２）知识产

权示范城市建设会通过激发社会创新活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进而促进创

业。 （３）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对创业的促进效应具有滞后性和持续性，从示范城市建设后的第 ２
年开始，至少可以延续到第 ５ 年；该政策实施对科技型创业和非科技型创业均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
但对科技型创业的影响作用明显较强。 （４）城市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互联网发展水平以及较好的

宏观经济环境可以与知识产权制度相互补充，产生合力效应，从而激励更多创业活动。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应坚定不移地推进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评选工作。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有助于形成制

度比较优势，从而提升地区创业活力，因此，可以进一步以点带面、循序渐进地扩大知识产权示范城

市建设，进一步扩大该政策效应的影响范围。 同时为了长效发挥知识产权制度的支撑作用，不但要

从专利制度、知识产权服务、知识产权司法等不同角度完善知识产权制度体系，还要注重知识产权保

护强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性，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为弱势领域争取更多的发展空间。
第二，应结合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的不同时期和具体环节，逐步深化政策实施。 鉴于知识产

权示范城市对创业影响的异质性，地方政府应充分考虑示范城市的设立情境以及创业环境的不同，
在将知识产权工作融入区域经济发展时，避免“一刀切”的盲目跟从行为，而是要注重知识产权工作

实施的渐进性、层次性以及细节性，在加强关键领域知识产权运营的同时，有的放矢地提出具有地方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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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的知识产权发展战略规划，从而更大范围地扩大政策效应的可持续性和对不同科技型创业的带

动性，实现更多高质量创业活动。
第三，考虑到创业影响因素的多维性以及城市经济发展的综合性，在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

同时，也应注意其他城市环境与知识产权制度的协调性，如完善金融发展环境以此缓解创业企业面

临的融资约束，提升互联网发展水平以此加快知识和技术的扩散效应，优化地区宏观经济环境与知

识产权制度产生良性循环，从而为创业提供系统性、协调性的支撑。

注释：
①限于篇幅，这里未汇报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备索。
②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对实质性创业活动检验的宝贵建议。
③限于篇幅，表 ４ 并未汇报 ｋ ＜ ０ 时 ＩＰｋ 的系数，备索。
④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对以科技型创业和非科技型创业作为企业异质性特征进行分组的分析建议。
⑤对于科技型创业企业，目前并没有明确的界定标准，本文从企查查网站筛选了具有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

业、民营科技企业、瞪羚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科技小巨人企业等标签的创业企业数据，以此测度科技型创业，而将

其他企业视为非科技型创业。 为充分保证样本具有代表性，本文一方面结合科技部对高技术产业的分类方法，对
科技型企业的行业特征进行了识别，另一方面结合企业是否具备科技部认定的相关资质证书包括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证书、软件企业证书等进行了补充调查。 结果表明我们所选取的科技型企业是具有代表性的。
⑥科技型创业和非科技型创业的平均水平可通过分样本中的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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